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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动政治：短信传播与政治变迁

胡春阳

摘　要：移动传播技术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政治变迁，这种变迁既影响政治实践的图景，也影响传播

实践的现实和未来。最根本的影响是政治参与的主体和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草根权力不断挑战传统的政

治精英权力。而传播网络对于公共生活和安全的正向作用始终值得我们关注。

关键词：移动政治；短信传播；政治影响；正向变迁

作者简介：胡春阳，女，副教授，文学博士。（复旦大学　新闻学院，上海，２００４３３）

中图分类号：Ｇ２０６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８－６５５２（２０１１）０４－００１５－０４

我们的时代堪称 “手机信息社会”［１］———其在社会信息交换的数量和质量方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

角色。在整个世界，手机都很快成为一种重构日常生活、年轻人互动、青少年社会化、与他人获得并

保持联系、愉悦以及商业活动、社会行动、爱与战争乃至政治生活的有力力量［２］；随着３Ｇ技术的推广

以及手机服务商和内容生产商的合作和合并趋势的加强，我们正站在手机成为一个个完美的移动的互

联网节点的门槛上。

目前，全球有３０亿人使用手机，占了世界人口的１／２。其中，大约１亿部手机同时也是照相机。许

多国家和地区的手机普及率达到乃至超过１００％。２００５年，全球发送短信约１万亿条［３］。与对其他传播

技术采纳滞后相比，集聚了众多发展中国家的亚洲和非洲在手机采纳和使用上表现出惊人的局势。

２０００至２００２年５月的短短两年多时间之内，非洲移动电话的数量从２００万增加到３０００万，和固定电话

一样普遍［４］；１９９９－２００４年，非洲手机订户从７５百万增加到７６８千万，平均年增长率高达５８％。而

亚洲同时期的年增长率也高达３４％［５］。２００５年，７７％的世界人口居住在移动信号覆盖地区；到２００８年

底，全球有接近４０亿手机用户，许多国家和地区的手机普及率达到乃至超过１００％；据估计，到２０１０

年，全球将有４０亿手机用户，而坐机则从世纪之交的１７亿降低为１４亿 （ＧＳＭ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２００８）。毫

无疑问，２１世纪的最初１０年，电子传播领域最为华彩的篇章就是手机传播。

一、手机的政治影响力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人们见证了迅速扩散的互联网传播技术给社会生活带来的巨大震撼力。近两

年来，作为最强势传播渠道的手机和互联网进一步强强联手，在整个世界的经济、政治、文化发展进

程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甚至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政治和传播图景。当然，也被用于发动恐怖主

义、种族骚乱等行动。从英国保守未来党 （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ｖｅＦｕｔｕｒｅ）（２００２年９月）和纽约市长米歇尔·布

鲁伯格 （２００５１１１）分别用短信与民众进行竞选沟通到 （２００４４８）欧盟宪法被翻译成缩略语短信进

行传播，再到 （２００５５１６）法国政府发送贸易知识短信 ５０万条给年轻人；从法国总理 Ｊｅａｎ－Ｐｉｅｒｒｅ

Ｒａｆｆａｒｉｎ（２００４６１）、伦敦市长 （２００５１１１６）和普金总统 （２００５９２７）分别通过短信、网站回答人

民的短信提问到印尼健康部门开通热线 （２００５８２３），让警察用短信报告疾病暴发和健康关注的抱怨

（如禽流感、登革热）；从 （２００１１２０）菲律宾总统 ＪｏｓｅｐｈＥｓｔｒａｄａ在百万市民短信洪流游行抗议中丢

失权力到 （２００４３１６，下午６点）西班牙发动 “短信息”之夜游行抗议选举阴谋；从 （２００４９）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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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大使馆爆炸前警察被恐怖组织的短信警告威胁到 （２００５１２）极端民族主义者用手机组织悉尼金色
海岸集会激起阿拉伯人和澳洲人的种族冲突……

《２１世纪的民主来自公民的 “拇指”》［６］一文这样说道：手机力量和互联网力量使人民更有力量，

如果说印刷媒介引导了现代革命，电视推倒了柏林墙，呈现为短信和互联网的拇指革命将作为一种新

的政治力量，目前正在破坏被控制的社会的坚壁。“诸如电邮、短信等新技术极端改变了动员人们的方

式”［７］，它使相识或不相识的个人在片刻的刺激中行动一致以及没有事先计划的情况下被召集调动

起来［８］。

总之，手机传播已经成为政治行为的一个重要部分，甚至在未来堪称关键要素；也挑战了我们当

前的政治能力的水平。

二、手机技术的传播特点

与互联网传播一样，手机传播是操练人们接近大量信息并发展良好判断能力的良好工具，也被看

作是个人权力的伸张工具，而且，比之电视，政府的审查和控制更为困难［９］。但是，由于人们在实践

中发现并创造了更多的传播效能，手机的民主化影响被认为高于互联网。

（１）弥补 “数字鸿沟”，由于网络接近的经济成本和接近所需要的技术知识水平都比较高，“数字

鸿沟”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现存社会排斥形式的扩大的担忧在人们中普遍存在。“使用因特网的人口至

今还是小部分精英，这些人不到世界人口的１／１０”［７］，低层次群体政治参与者很少是被因特网动员起来
的［１０］。而手机传播全面整合了人的感官———直接充分发挥了人的耳朵、嘴巴、视觉、指尖等感觉的天

然的、原始的灵活性，人们不需要昂贵的地面设施、网络高层次的技术和语言能力就可以最大限度最

快地共享信息，因此，大大降低了接近权的成本，更具有接近权的普世性。

（２）手机的文本性允许随时随地交流，不受情景限制，信息可以瞬间穿过多重迭的社会网络得到
传播并使社会动员即时产生现实效果。在欧洲，互联网使用者与手机使用者之比是１∶２４，在西班牙，
该比例是１∶３８［８］。手机信息复制与传播的范围显然与互联网有实质的差异。

（３）手机传播对时间和空间的压缩延伸了缺席在场的领域，一旦和大众传媒结合，影响任务的先
后顺序、对情景和事实的定义以及随之而产生的社会结果：第一，把更多非当事人瞬间带入事件，更

多的人们能够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提供及时的、强大的证据链，并和参与者适时交流；第二，信息可以

顺手拈来，俯拾皆是，获得访问、接近不那么紧急了；第三，颠倒任务的先后顺序，促进适时乃至同

步决策，增加决策灵活性。９１１事件中，由于飞机上的人们与地面人们用手机适时交换信息，使飞机
上的人们适时决策阻止了劫机者把飞机飞往预谋建筑目标的结果的发生；第四，使日常生活和非常事

件融合，每个人在日常生活中都可以见证和参与重大事件。在９·１１事件中，由于地面与飞机上人们适
时沟通，当飞机毁灭的瞬间，有乘客正和父母通话，而其父母也正在家中通过电视观看这一场惨无人

道的灾难。

（４）社会亲近性增强：手机不像因特网具有社会逃避的作用［２］，它的传播是基于现实的人际互动

网络的，把本来看来陌生的整个世界瞬间连接、整合为一个巨型的人际传播网络。

（５）网络监管比较容易，但手机监管和审查不太容易［１１］。

（６）手机传播几乎整合了一切传播技术的功能———把大众传媒 “一对多”模式、电话传播 “一对

一”模式以及互联网传播所有优势整合起来，实现了 “一对多”、“多对一”、“一对一”、“多对多”的

全部组合，构成一个多元的远距离的、灵活性和非中转兼具的传播系统。２００５年７月７日伦敦爆炸中，
人们见证了市民报道的涌现，人们用手机制作事件短视频并广泛传播。

三、手机政治的正向变迁

我们很难清楚地用好或坏来界定手机短信传播对于社会、政治的影响力，正是技术和认知以及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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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力量的聚集推动了手机的真实力量———既是建设性的也是破坏性的［４］。因此，媒介并非天然具有民

主性或反民主性，它对于我们政治生活的贡献将继续取决于它们赖以运作的法律、经济以及社会背

景［１２］。但无论如何，手机短信具有改变政治行为的某些方面的潜力，包括人们期望参与政治过程的愿

望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现在的关键问题不是斤斤计较手机的影响力的好坏，而是思考如何保障手

机短信的动员、组织、协调力量发展的正当方向。在我国政治和社会实践面临的主客观环境都发生极

大变化的当前语境下，尤其要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

客观上，我国政治实践中必将有更多的国际元素加入，手机短信有可能成为由手机短信触发的现

实运动中尝到甜头并日益演练成熟的国际组织和国际政治力量与我国进行政治博弈的常规武器。在目

前的全球新政治图景中，有序的政治参与本身就无法回避以互联网和手机为主渠道的参与模式。

主观上，当前我国提出了 “构建和谐社会”的奋斗目标，而 “和谐社会生活的本质还是在于政治

生活的和谐”［１３］，而政治和谐的保障乃是党的１６届２中全会上胡锦涛所强调的：“丰富民主形式，扩大
公民有序政治参与，完善人民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以及 “通过人民对于

政府和国家的广泛认同以及对于政治权力的直接间接的控制和意志的表达”。在我国这样一个人口众

多、政治参与成本较大的国家，直接间接的意志表达可能目前最现实的途径还是手机媒介。因此，面

对全球政治的此情此景，我们的作为是：

（１）必须转变观念，充分认识到良好的公共治理是交互式的社会，要随时意识到保持民主、科学和文化
开放、传播渠道的可接近性的必要性。我国正在经历社会剧烈转型，利益分化较为严重。分化不可怕，不和

谐不可怕，可怕的是用不正确的方式去处理。正如ＪｕｓｔｉｎＲＯｂｅｒｍａｎ①所言：有政治气氛的地方才会有政治使
用，在没有革命的时候你不可能创造革命！除非现实有大量政治要素和兴趣，否则政治运动者手机媒体的使

用不会成功。因此，为避免破坏的集合行为，社会应建立合理的减压阀以便疏导不满情绪并解决问题。虽然

这对政府能力是个挑战，但这股全球新政治潮流锐不可当，必须这样做。

（２）政府作为公共治理和社会行动的主体，要充分认识到建立健全包括手机政务在内的电子政务的现
实紧迫感，积极主动发展全新的政治文化，推动政治社会化。当前，世界各国政府都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

手机短信在公共行政管理与治理中的巨大作用。由于短信传播来源不可知，容易制造混乱；而且，手机短

信传播对于即刻动员非计划的、无组织的、分散的人群开展临时的闪击游行的巨大效果是任何媒介也难以

匹敌的，其所动员的社会行动更具有社会学称之为集合行为 （那些超出日常生活制度框架的群体行为）的

特点：多人性、突发性、非组织性、非理性。因此，建立一个政府及其职能部门统筹协调的综合的手机信

息发布系统十分必要，这样的系统可以有效纠正人们对现实事态的误解、偏差，延缓突发性，打散其多人

聚集的可能性，并促使人们偏向更为理性的行动。由于手机短信动员和协调往往和互联网传播相互交叉和

借用以便达到最大政治行动效果，而且，对于有长期政治目标的组织来说，因特网在坚持持久斗争、使目

标和行动议题得到深入讨论方面更有优势。因此，政府的 “手机信息发布系统”应该和互联网信息发布和

监管系统联合设立。具体做法是：

第一，各级政府应该加强与手机内容生产商以及服务商的合作，像美国华盛顿那样，开发、建立 “短

信警告传输信息系统”，在重大的社会 （福利、公共卫生、自然灾害等方面）、政治、经济危机事务和紧急

事件中，适时跟踪危机进展，适时传送有关危机的正面信息，引导公众开展理性的、有秩序的社会行动；

第二，像韩国那样，通过与科研单位、手机服务商等合作，建立 “国家手机舆论调控系统”，以保障

在国际政治斗争中随时保持灵活的应变力和主动性；

第三，各级政府应该主动积极开展 “手机短信政务沟通处理系统”，安排专门的工作机构与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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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ＪｕｓｔｉｎＲＯｂｅｒｍａｎ是自由作家，博客艺术家和顾问，是个人民主论坛的手机通讯员，数字主义的建立者，ｗｈａｔｗｏｕｌｄｄｕｍｂｌｅ
ｄｏｒｅｄｏｏｒｇ的站点管理员，为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民主和互联网学院发起的同名的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２ＧｏＭｏｂｌｏｇ会议创立了站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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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及时听取公众对于公共事务的建议，鼓励公众参与公共决策，形成政府与民众的良性互动；

第四，文化教育机构要重视创造丰富生动的手机内容，像法国那样把手机变成年轻公民政治、文化、

经济素质提升的一个重要平台，这不仅是大众传媒机构的重要业务 （比如，手机报纸、手机电视等），也

是政府文化职能部门应该积极投入和参与的；

第五，开展类似诸多发展中国家进行的 “乡村手机运动”。这个运动的发起者是微观财经的倡导者

ＭｕｈａｍｍａｄＹｕｎａｓ，他创办的Ｇｒａｍｅｅｎ银行积极推行贷款买手机计划，促进了人们做生意的效率，帮助孟加
拉国的人们从贫困中走出来。手机为孟加拉国增加了６５亿国民生产总值，创造了２４万个工作机会。虽
然，我国农村手机普及率逐步提高，但妇女和老人的拥有率并不大，政府可以提供一些财政保证和实施一

些推进计划，以帮助乡村在获取经济信息和国家政策方面减少人为的阻力，从而提高乡村社会的经济和社

会生活的活力。

（３）政府要加强手机传播的立法监管力度。但是，在公共治理理念已经渗入人心的时代，“堵”显然
不该是唯一的、重要的手段。虽然可以像印度 （２００２年）或尼泊尔那样 （２００６年）以避免冲突和国家安
全为名，暂时中止短信服务以便确保作乱者不要通过散布错误谣言而制造恐慌，但这并不能根本解决问

题，短信服务一恢复，骚乱仍然继续。这就要回到第一、二个要点，即减压阀和正面的舆论引导机制是否

充分发挥效能？而且，信息自由与公共安全、个人隐私等方面的关系还有待人们进一步认识和研究。

总之，信息系统的融合并不意味着会导致即刻的社会一体化或社会和谐，实际上，信息整合的最初结

果是加剧社会的紧张［１４］。因此，如何保障信息的客观性与规范性参与以及控制政治欺骗就成为一个十分

棘手的并需要足够智慧才能够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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